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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Process, Morphology, and
Logic
ZHEN Jie, REN Hao, TANG Kaiyi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Shekou Industrial Park was established in 1979,

China's industrial parks have shouldered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opening up,

innovation and reform. However, on one hand, the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relies on the direct experience gain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over-relied on the theories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with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specialized theoretical system for its own seriously lacking.

Therefor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dustrial parks and analyze the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dustrial parks, especially 399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es, spa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 binary log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clarified. The development logics

are summarized as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It is argued that institution,

integration, and soft environmen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es is pointed ou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industrial parks.

Keywords: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process; driving force; evolution form; binary logic

产业园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区域利用特定政策发展产业和科技的集聚区。

根据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业园区以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城市为依托，

规划出实行特定政策的经济区域。政府以行政性或市场化手段，统一开发、建设与运

营，推动形成特色化、集约型的区域产业聚集[1]。依据园区功能，产业园区可以划分为

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保

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自由贸易区等，也可以依据行政级别划分为国家级产业园区、

省级产业园区、地市级产业园区等。其中，国家级产业园区尤其是国家级经开区、国家

级高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持续发展进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截至2021年6月
底，全国仅 230家国家级经开区和 169家国家级高新区所创造的GDP就超过同期全国

GDP的1/5，合计税收接近同期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1/4①。显然，产业园区特别是国家

级经开区和高新区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平台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并将是

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也主要是以这两类园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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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产业园区自1979年蛇口工

业园建立以来40余年的发展中，肩负了

对外开放、创新变革等历史重任。然而，

园区管理一方面依赖长期以来摸索出来

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依赖企业管理、

公共管理的间接理论，缺乏科学、系统、

专门的园区管理理论体系。为此，需要

在新发展阶段，梳理园区发展历程，分

析园区持续演进的逻辑及其实现要素，

这也是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通过对中国产业园区尤其是 399
家国家级开发区发展历程与特征的分析，

基于产业、空间、关系三类形态的演进

研究，明确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二元逻

辑，即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治理逻辑、内

部与外部联动的开发逻辑，提出制度、

融合化和软环境是园区持续发展的驱动

要素。为园区管理体系的建立明确进一

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产业园区；发展历程；驱动要

素；演进形态；二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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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对象展开研究。

作为既区别于企业也区别于一般公

共组织的特定单位，中国产业园区持续

发展的要素、形态与逻辑毫无疑问是取

得上述成就的主线与根本，并在其不同

发展时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从产业园

区治理模式与管理体制方面看，园区治

理既与其生命周期、城镇化过程等紧密

结合[2-3]，也通过理顺园区与行政区之间

的权责关系，在互补、协作关系中进行

调适[4-5]，避免陷入体制“内卷化”的境

地[6]。进一步地，从运营管理层面分析，

园区在功能表现[7]、政策演变[8-10]、激励

结构影响[11]、智慧化转型[12]等方面形成了

相应的体系框架和发展路径。并且，在

空间布局演进方面，产业园区不仅生发

了纯粹空间分布模式[13]、居住空间形成

机制[14]，而且还在制度因素下具有国土

空间治理现代化重构的特征[15]，并由此

不断优化园区与产业集群、城市群的互

动关系[16]，在产城融合[17]、产城空间扩

展[18]或重构[19]中带动区域发展。可见，既

有研究对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治理、

运营等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为产业园区

发展形态与逻辑的概括以及持续发展要

素的提炼奠定了基础。鉴于此，本文在

回顾产业园区改革开放40余年发展历程

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其发展的形态与

逻辑，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入分析实现园

区持续发展逻辑的要素，为园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1 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历程

中国产业园区的诞生和发展是与改

革开放的进程相伴而行的[20]。依据改革

开放的推进过程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产

业园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所施行

的重要政策文件[9]，可以将产业园区的发

展具体划分为 5 个时期，即孕育期

（1979—1983年）、初始培育期（1984—
1991 年）、高速发展期 （1992—2002
年）、稳定整顿期（2003—2008年）和创

新发展期（2009年至今）。

1.1 孕育期（1979—1983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产业园区的建

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 10月 9日，

交通部外事负责人袁庚提出了《关于充

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同年10
月12日，该请示得到党中央国务院主要

领导批准；1979年 1月 31日，国务院批

准设立蛇口工业区[21]。
作为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蛇口工业区在该时期完成了主要基础设

施的建设，实行特殊政策和各项改革，

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口号，按经济规律办事，创造了良好

的投资环境。蛇口工业区初步形成了以

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外商投资为主

的企业类型、以国际市场为主的销售渠

道，但没有形成主导产业，企业之间缺

乏实际的业务链接。

孕育期的政策是以经济特区建设为

重点的，主要涉及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注

册管理、出入境人员管理等议题。其中，

蛇口工业区对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

建立健全了比较符合工业区实际情况的

新型管理体制，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

1.2 初始培育期（1984—1991年）

该时期产业园区主要在建设和管理

方面不断摸索，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阻

碍，发展相对缓慢。198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确定

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国务院

正式批准设立中国第一个经开区即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 5月，国务院

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也是中

关村科技园的前身。这一时期，新增国

家级经开区15家、高新区27家、保税区

3家、其他国家级开发区3家②。
1989年，国家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

技术开发区工作会议，提出以“发展工

业为主，利用外资为主，出口创汇为主”

的“三为主”的发展方针。在此背景下，

产业园区多以食品、饮料等中低端轻工

业作为主导产业，园区内企业间的产业

关联度不强、沟通与合作较少。相应地，

产业园区一般位于距离城区较远的郊区，

且内部基本没有或仅配备少量的生活

设施。

初始培育期园区发展的相关政策主

要比照经济特区，普遍在税收、人才、

土地、金融等方面施行各种优惠与倾斜，

以便吸引国内外资本，促进产业发展和

技术进步。国家政策主题的关键词主要

集中在金融支持、进出口与国际化两个

方面[9]，以积极引进先进工业项目，建立

高效的管理机构，从而创造对外资有较

强吸引力的“小环境”。

1.3 高速发展期（1992—2002年）

该时期中国产业园区快速膨胀，在

数量和类型上都有较大提升，园区格局

不断完善。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

“南方谈话”，掀起了对外开放和引进外

资的新一轮高潮，产业园区建设也随之

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新

增国家级经开区39家、高新区26家、保

税区20家、边境经济合作区14家、其他

国家级开发区17家。截至2002年末，中

国产业园区已由国家层面迅速扩展到各

省、市、县及部分乡镇地区，基本形成

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园区的产业结构在该时期得到明显

优化，主导产业逐步从轻工业转向电子、

化学化工、计算机信息设备、汽车、装

备制造等链条较长的特色产业，并且也

从生产领域逐渐扩展到服务领域和高新

技术领域。园区渐次形成具有关联关系

和特定功能的“核”结构，园区内企业

之间也开始共享信息、市场等资源。同

时，园区开始注重为员工配置居住和公

共服务设施以更好地引进人才，推进园

区功能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

园区仍然总体着眼于短期利益而过多地

重视工业建设，呈现出产业空间建设为

主、生活空间建设为辅的特征。

高速发展期国家政策的主题关键词

除了金融支持、进出口与国际化之外，

还主要集中在管理制度、现代服务业建

设、产业集聚与结构优化、基础建设等

方面[9]。

1.4 稳定整顿期（2003—2008年）

该时期，国家为了提高产业园区发

展质量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顿。在

“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改

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背景下，

2003年，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关于暂停

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关于清理

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

知》《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

准和政策界限》等文件。2004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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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9万km²，占

原有规划面积的 65%。这一时期，除宁

波高新区晋升为国家级园区外，两类国

家级产业园区的数量均没有增加。

为继续办好产业园区，提高其发展

质量，国家对产业园区科学发展的指导

思想做出了调整，提出了“以提高吸收

外资质量为主，以发展现代制造业为主，

以优化结构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致力于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促

进园区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转变”的

“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的发展方

针，开始对产业生态、社会生态与自然

生态的和谐发展予以关注，体现了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园区基本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管

理体制，设立综合性的经济行政管理部

门，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

基本理顺了政企关系，形成众多为企业

服务的中介机构。这一时期，园区逐渐

发展成为依托主导产业与核心企业的具

有鲜明特色的产业功能区。园区内产业

呈现出“龙”型链式的产业布局形态，

即“龙头”企业带动、“龙身”“龙尾”

中小企业配套[22]。园区开始重视规划工

作，通过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引导园区

有序发展，并逐步重视园区内生活空间

建设与环境保护。

稳定整顿期延续了金融支持、进出

口与国际化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政策。

同时，国家政策主题关键词突出了企业

自主创新、高新技术与产业化等创新发

展政策[9]，严格要求园区的土地利用，并

开始意识到园区间合作的重要性。

1.5 创新发展期（2009年至今）

该时期产业园区不断“扩容”，步入

新一轮的升级发展阶段。在国际金融危

机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中国

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新增国家

级经开区175家、高新区116家、保税区

76家、经济合作区 4家、其他国家级开

发区 3家。尽管商务部 2019年开始通过

考核评价将连续两年落后的国家级经开

区摘牌，但 2021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

仍一次性批准扩容13家国家级经开区③。
这一时期，国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按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

重，利用境外投资与境内投资并重，经

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并重，致力于提高发

展质量和水平，致力于增强体制机制活

力，促进国家级开发区向以产业为主导

的多功能综合性区域转变”的“三并重、

二致力、一促进”的发展要求，努力开

创园区发展新局面。

具体来看，园区形成了鼓励创新创

业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优良的政策环境、

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更加注重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环保产业等。并且，园区日益认识到生

活空间对生产空间的支撑与促进作用，

大量配置为职工生活服务的住房、公共

设施、基础设施，重视园区规划与城市

总体规划脱节等问题[23-24]。此外，创新

发展阶段国家产业园区的政策主题除延

续前几个阶段的内容外，还特别强调区

域合作与协调、绿色园区建设等方面[9]。
总体上，中国产业园区上述发展历

程表现出其符合产业发展一般集聚规律

的组织特征。并且，园区的政策导向也

日益全面和多元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主

逐渐形成经济发展、创新发展、产业合

作、公共服务、社会发展等多维度并重

的持续发展格局。

2 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形态演进

回顾中国产业园区发展演进的 5个
时期，可以看出园区围绕主导产业的发

展目标，其产业形态不断演进，并逐渐

形成相应的产业体系[25]。在此过程中，

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推动了土地、资本、

劳动力等相关资源的不断整合与利用，

这种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产业集聚使得

中国产业园区的规模相较于其他国家偏

大[26]，表现出独特的空间演进形态，并

影响了知识与产业的结合[25]。在较长一

段时期内，园区内的企业都只是简单的

物理空间集聚，在历经多阶段的关系演

进过程之后，才最终呈现具有多种合作

形式的化学集聚效果。因此，总体上看，

产业园区的发展内含了产业、空间、关

系等3种演进形态。

2.1 产业形态

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为初始建设

目标的产业园区将GDP的快速增长作为

发展目的[27-28]。为此，基于区域资源、

优惠政策等吸引企业入驻，以提高园区

经济规模为导向，孕育期的园区基本忽

视了主导产业的形成，企业间缺少产业

关联，或表现为竞争关系，彼此间点式

散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始培育期，

并且，该时期政府主导、政策驱动的特

征更加明显。企业基于园区相对良好的

基础设施，尤其是土地、税收、租金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形成了向园区集聚的

格局，但企业间的关联度仍然较低，且

以出口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

1992年，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高潮下，

跨国公司竞相进入产业园区，推动了园

区的高速发展及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

水平的提升，逐渐形成明确的主导产业，

并注重引入或培育核心企业，从而进入

“聚核”的发展阶段。核心企业是赋予园

区对当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的关键主体，通过投资、创新、知

识转移、品牌影响力促成了园区的产业

集聚效应。在稳定调整期，产业园区注

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核心企业将

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迁入园区，尤其是

施行业务归核化战略的龙头企业，采用

分工协同的方式链接配套企业入驻园区，

形成纵向和横向的产业“聚链”发展形

态。进入创新发展期后，产业园区的功

能由经济区域向综合区域转变，园区逐

渐重视职住比，丰富生活服务内容，提

高产城融合水平，培育有利于企业创新

的软环境。同时，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

关系日益增强，并开始建立以园区为主

要载体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29]。此时，

园区内围绕核心企业形成“蜂巢型”的

产业结构[22]，并与其他各种主体共同形

成“聚网”的发展形态。见图1。

2.2 空间形态

产业园区的发展既涉及大尺度的区

域空间演化，也呈现出其内部各类用地

的空间结构、分布格局及形态特征[18，30]。
从整体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孕育

期主要是蛇口出口加工区以及深圳、珠

海、厦门、汕头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基

于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中国形成了从

沿海到沿江，再由沿江到内陆城市的全

面开放格局，并提出了建立产业园区的

设想。在初始培育期，共新设42家产业

园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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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在高速发展期，共新设 65家产业

园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28、16、
21家；在稳定整顿期，国务院对治理整

顿土地市场秩序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各

地停止审批设立新的产业园区和禁止扩

张原有各类产业园区；在创新发展期，

共新设 267家产业园区，东、中、西部

地区分别为 123、86、58家。可见，在

地理空间方面，东部地区园区数量一直

占优，但同时，园区开发的重点也逐渐

由东部向中西部倾斜，使得中西部地区

园区增速较快，在总量上已经与东部地

区平分秋色，形成了东中西部全面布局、

均衡发展的局面[31]。另外，从园区占地

面积来看，产业园区在最初表现为粗放

式的发展特征，一般占地面积较大。但

是，由于在发展进程中园区的设立区域

逐步由超大、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过渡，

并且，园区发展后期，空间边界调整难

度增加，集约、高效等理念影响加深，

国家对各类开发区清理整改的力度也不

断增大，因此，园区虽然数量在不断增

多，但新增面积呈递减趋势。

产业园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32]

是伴随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功能地位

进行的，经济空间的迅速构建以社会空间

的完全坍塌为代价，并由于职住分离等

问题使得产业园区成为“产业孤岛”[15]

或“边缘城市”[33]。在初始培育期，园

区的选址一般都位于离城区较远的郊区，

只重视园区内产业空间的建设。进入高

速发展期后，园区开始注重为员工配置

居住和日常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吸引人才

集聚，但其经济空间扩展程度仍明显高

于社会空间，职住比失衡现象非常明显。

在稳定整顿期，园区开始重视内部空间

规划，通过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引导园

区有序发展，社会空间尤其是其中的居

住空间持续增加，但公共服务、商业服

务等用地仍然缺乏系统的规划和调整，城

市功能建设相对滞后[18]。进入创新发展阶

段后，园区逐渐从单一的经济空间向融合

了社会空间的产业社区转型，开始大量配

置为职工生活服务的住房、公共设施、基

础设施，重视园区环境品质的提高，并在

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制度动力。产业园区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了一定的制度创

新，但基本是以优惠政策为手段来吸引

企业入驻，形成园区与其他区域可以产

生虹吸效应的落差性制度空间。以土地、

税收、租金等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优惠，

促进了园区在经济空间甚至社会空间方

面的拓展，但同时也产生了重复建设、

同质竞争等主要问题。直至创新发展阶

段，国家相关文件明确了以制度推进园

区发展④，使得园区的制度设计与优化成

为实现其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突破

口[34]，并进一步从法制、体制、机制等3
个层面深化园区的制度建设[35]。制度的

不断完善不仅从总体上驱动园区的持续

高质量发展，而且将进一步改善中国地

域平衡发展的格局。例如，2020年 5月
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从

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

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这将有利于产

业园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平衡发展，以便

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的远景目标⑤。见图2。

2.3 关系形态

产业园区发展进程中主要涉及园区、

企业、政府等重要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

关系包括园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园区

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园区与地方政府

之间的关系，均表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

在园区建立的初始阶段，园区仅关

注招商环节，园区内企业间只是物理空

间上的毗邻关系，彼此之间没有合作的

基础与意向。伴随着若干主导产业内容

的确立，以及核心企业的入驻与发展，

园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围绕主导产

业建立分园区。在招商的同时，园区开

始重视安商工作，即加强产业配套与生

活配套建设，提高产城融合度。此时，

园区内形成了纵向与横向的链式发展，

并且在园区激励政策的作用下，园区内

企业出现相互采购等交易性市场合作行

为。当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后，园区已经

由单一功能的经济区向经济社会多重功

能的综合区转变，成为产业社区或者产

业新城，园区不仅优化了安商环境，而

且更加重视育商。此时，园区内企业之

间不仅有便利的交易合作，而且产生了

更加频繁的协同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创

新氛围。可见，园区发展已经由单一主

体关系转向多元主体关系；园区内企业

之间由松散关系转向紧密关系；园区与

企业之间由外生关系转向内生关系。总

图1 园区产业形态的演进过程
Fig.1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formation in the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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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业园区空间形态演进
Fig.2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form in the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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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各类主体渐次向多元共生关系发

展。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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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产业园区关系形态演进
Fig.3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

in the parks

3 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二元逻辑

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得益于政府所

赋予的特殊权利与优势资源，在改革开

放的背景下，园区向内开发资源，向外

吸纳资源，形成了基于政府与市场结合、

内部与外部联动的二元发展关系，产生

了园区持续演进的基本逻辑。见图4。

3.1 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治理逻辑

产业园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需要在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下探索

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与模式。因此，产

业园区的发展需要与固有体制兼容并在

特殊优惠政策下完成快速积累，从而包

含了政府层面的行政要素。另一方面，

园区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需要对接

市场资源，也自然包含了市场要素。在

孕育期，蛇口工业区首创了产业园区的

公司开发模式。开发总公司直接向园区

所在地政府负责，在政府发展战略和发

展规划的指导下，实行承包经营，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集、土地开发、

企业管理等工作。此时，管理主体不仅

要行使审批、规划等行政权限，还要以

企业身份对接市场，开展资金筹集、招

商管理等工作。

在初始培育期，依据国务院相关条

例，园区普遍设立党工委、管委会，以

此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或派出机构，

主要承担相应的经济管理职能，园区所

属地方政府则主要承担行政管理和社会

管理职能。不过，随着园区经济规模的

扩大，园区管委会逐渐被赋予了相应的

社会管理职能，甚至被地方政府委托了

一些行政管理职能，从而促进了园区将

行政要素与市场要素相结合，并借助其

准政府性质来加强园区管理。总体上，

园区的行政化特征比较明显，但其权限

范围模糊，并会产生相应的区政冲突[15]。
进入高速发展期后，政府的一些管

理职能开始下放给园区管理机构，实行

“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园区人员

精简、办事速效的特征开始显现。但是，

与此相伴的是，园区社会事务的持续增

加也使其治理效率受到负面影响。为此，

园区与行政区开始考虑进行制度融合，

以合署办公等模式承担各项管理职能。然

而，园区和行政区两种体制的冲突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园区应对市场的能力，使

得园区的经济管理职能出现弱化[15]。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园区在稳定整

顿期出现了治理模式上的两种分化趋势：

一是“去行政化”的分工治理模式，即

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复

归地方政府；二是“再行政化”的区政

合一模式，即园区和行政区两块牌子、一

班人马。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园区的

发展阶段、地域空间、企业数量等为依据，

但在精简高效的园区管理目标方面是一

致的。在创新发展期，传统管理体制的

优势逐步丧失，园区开发和运营的主体

越来越多元化，公私合营（PPP）等方式

逐渐增多，有效地平衡了园区的公共属

性和盈利诉求，推动园区进入可估值、

可定价、可持续、可退出的良性框架中。

从中国产业园区的演进历程来看，

政府与市场“二元非均衡”的特征主要

体现为园区对行政化“有形之手”与市

场化“无形之手”两者的倚重程度会有

所变化，并逐渐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

场多元共治的模式发展。

3.2 内部与外部联动的开发逻辑

从产业规律来看，劳动力、资本与

技术是推动产业发展的 3种基本资源，

园区通过土地开发可以换取原始发展资

金、引进相关技术；从实际情况来看，

园区发展初期非常缺乏资金与技术，依

托土地资源与劳动力优势，园区可以通

过对外开放吸引资本，并通过资本的溢

出效应引进技术。可见，土地开发、对

外开放这两种要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中

国产业园区的发展。进一步地，土地开

发方式经历了从土地一、二级开发到土

地一、二级与三、四级复合开发的过程，

对外开放经历了从以引进来为主到引进

来与走出去并举的过程，开发结果导向

经历了从以数量为主到数量与质量并举

的过程。

在孕育期，由于国家确立了改革开

放的基本国策，园区在开发方式方面主

要强调了对外开放。这一时期设立的蛇

口工业园、4个经济特区与 14个港口城

市开启了土地开发的进程。初始培育期，

国家在园区土地开发和对外开放方面都

有重大举措。1988年3月9日，广州经开

区出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使用

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并成为法规性

文件。该办法被各地园区纷纷效仿，从

而搭建了产业园区巨大的融资平台，从

根本上解决了园区起步发展的资金来源

问题。1988年 4月 12日，第七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为我

国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确立了宪法

依据。在对外开放方面，1984年的沿海

部分城市座谈会拉开了建立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序幕，明确了经开区利用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功能。

在高速发展期，产业园区在引进外

资方面迎来了大发展：一是园区利用外

资的数量大幅度提高，2002年实际利用

外资 94.21亿美元，是 1992年的 10倍；

二是园区引进的相关技术对推动中国工

业化进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并且，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为园区发展提供了国际机遇。在稳定整

顿期，2004年全国开发区工作会议提出

的“以提高吸收外资质量为主”强调了

要从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向质量转变，

“以优化出口结构为主”强调了要从一般

地追求出口数量向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提高高科技和服务性产品出口的比重转

图4 产业园区发展的逻辑
Fig.4 The logic of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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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2007年11月，商务部在北京召开全

国国家级经开区座谈会，提出产业园区

应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大力推进开放型

经济的发展，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跨区域流动和

优化配置。这是产业园区首次将“走出

去”提到了战略高度，产业园区对外开

放进入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

在创新发展期，产业园区的土地开

发价值链进一步延伸，不仅聚焦于土地

一、二级开发，更延伸到招商引资、产

业发展以及产业园区服务领域，不断滚

动形成发展及盈利的良性循环。在该阶

段，对外开放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

都有了新的发展。在引进来方面，产业

园区发展的重点从招商引资转向了招才

引智，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大创

新投入的力度，集聚大量创新资源，产

业园区创新发展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在

走出去方面，产业园区成为实施“一带

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已与沿线国家

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区、开放试验区、边

境经济合作区等。

3.3 园区持续发展逻辑实现的要素

遵循园区发展逻辑，中国产业园区

的持续演进得益于不同时期驱动要素的

推进（图 5）。其中，政府或园区制定的

土地、财税等特殊优惠政策释放了园区

生产力，成为园区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前

期建设的主要动力。同时，园区经过授

权而拥有行政性管理能力：一方面，园

区管理机构被赋予行政职能，一般具有

与地方政府相当的行政级别或者管理者

的行政级别高配；另一方面，党政领导

交叉任职，从而提高决策效率和资源整

合能力，使得行政权力和市场机制共同

致力于园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园区持

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完善“七通

一平”“九通一平”等发展的硬性基础。

图5 产业园区持续发展逻辑实现的要素
Fig.5 Forces conduciv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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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园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各地园区在政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

异性优势逐渐成为门槛性优势。在以政

策创新促进园区发展的基础上，园区更

加关注制度建设，即在园区运营中建立

正式的规则体系。同时，在园区运营管

理主体多元化的过程中，园区也从单纯

的行政化外驱力转向为多主体融合发展

的内驱力。此时，产业园区更加重视产

业配套、生活服务、园区文化等为生产、

生活提供保障性和改善性条件的软环境

建设。

可见，在较早的园区发展历程中，

政策、行政化、硬基础是推动园区发展

的重要动力要素，而当前制度、融合化

与软环境则形成了园区持续发展的新动

力要素。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类要素虽

然具有前后相继的特征，但并不是相互

替代的关系，它们在经济价值、政府服

务、经营空间等方面为园区持续发展共

同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在不同发展阶段

具有差异化作用的二元非均衡特点。

4 进一步研究的拓展方向

一直以来，园区的管理主体无论是

政府、企业，还是一些混合型组织，基

本是从两个层面对园区进行管理，一是

依赖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直接经验，二

是依赖企业管理、公共管理的间接理论，

缺乏科学、系统、专门的园区管理理论

体系。在经济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特

别是在当前面临重大公共疫情和国际环

境紧张的双重冲击下，园区的持续发展

经受着经济失速、体制失活、结构失衡

以及动力失强的严峻挑战，产业园区管

理方式亟待从“轻管理”向“精管理”

转变，否则将难以实现园区的高质量发

展。未来，学者可以对园区管理进行深

入研究，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园区管理体

系，并从以下 4个方面明确进一步研究

的方向。

4.1 中国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

目标

尽管本文梳理了园区发展历程中在

经济、创新等方面的相关功能，并从园

区形态的角度阐述了这些功能的演

进，但仍然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对园区

功能进行拓展性研究。同时，本文并没

有基于功能分析，在园区定位、战略目

标等方面给出具体答案。然而，解决这

些问题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

有助于理解园区发展的普遍性、持续

性而非特定性、阶段性，二是有助于厘

清创新生态系统在园区层面的内涵与

结构。

4.2 市场化条件下园区多元共治的管理

体制

本文指出了园区管理主体以及管理

体制的相关内容，但是，基于园区多元

共治的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在市场化

主体不断介入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园区

多元共治问题：一是思考在市场化条件

下，如何基于多主体共生的发展导向，

形成园区协同发展模式；二是分析在治

理的框架下，如何完善园区管理体制、

创新园区管理机制，营造多元联动、高

效融合的共治氛围。

4.3 跨行政区划、跨国背景下的新型园

区开放方式

跨区域合作共建已成为园区实现资

源整合、优势互补、差异化发展的重要

开发方式，但在园区共建后，仍存在需

求不匹配、合作不协同、利益不一致等

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在相关问题方

面作进一步研究：一是如何识别园区间

差异化需求并实现有效匹配；二是如何

在协调合作过程中建立高效可行的协商

机制；三是如何制定有效落地的利益分

配机制。

4.4 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结构

本文基于对园区发展形态、逻辑的

分析，阐述了园区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

然而，由于并未对园区创新生态系统作

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仍需针对园区生态

构建的要求，深入分析园区在产业生态、

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内涵，尤

其是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关系。

对此，建议未来研究聚焦于两个方向：

一是如何构建园区创新生态系统；二是

如何明确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动力要素。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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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任浩，甄杰，叶江峰，等.《2017中国产

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同济大学出版

社，2017年11月。目前，商务部、科技

部相关园区统计数据资料缺失，但园区发

展的总体态势保持稳定。

② 根据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2018

年版）》整理。

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河北张家口经济开发区

等13个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复函》（国办函[2021]64号）。

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7]7 号，

在宏观层面上为讨论产业园区制度问题提

供了条件。

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5月

17日，2020年第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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